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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重建：现代新儒学的历史方位
　
高瑞泉

摘　要：面对近代以来的价值失范和秩序解体，作为保守主义的一翼，从１９世纪末儒家

就发生了某种转变，开始融摄西方文化，弥合传统与变革之间的裂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重建秩序。这个以维护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与神圣性为己任的学派，以“中体西用”、“返本

开新”为思想与行动的纲领，给社会秩序原理预设了儒家伦理学的前提，表明它虽然被称

为“方位性”的思潮，依然决心捍卫其核心价值。与内在张力相应的是出现了两种路径：熊
十力走的是学院哲学的路径，从经学去发 掘 现 代 秩 序 原 理，梁 漱 溟 则 从 恢 复 古 风———儒

者讲学与民众运动 结 合———的 路 径，试 图 从 乡 村 建 设 的 实 践 中 探 索 社 会 秩 序 的 重 建。
虽然有因应形势而变化论辩策略的成分，但 是 表 现 了 对 现 代 化 进 程 在 保 守 主 义 视 域 下

的概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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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２０世纪表现出多方面的走向，从社会

哲学的观念史角度说，可以归结为围绕着“动力”与“秩序”这两大观念作多重演化。前者

促使其开掘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以应对外来的动力式文明的挑战，获 得 主 体 性 的 自

觉与开展，展现出努力由被动变主动地进入现代世界的精神取向；后者则要求其面对价

值失范与社会存在的裂隙，努力弥合传统 与 变 革 的 间 隔，在 新 的 社 会 条 件 下 重 建 秩 序，
服务于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这是互相 之 间 具 有 很 高 相 关 度 的 两 项，不 过 可 以 分 别 加

以讨论。关于前者，笔者以前曾有所论述，比 较 详 细 的 研 究 需 要 另 具 文 发 表，本 文 着 重

讨论后者，由于篇幅的原因，主要是限于以 现 代 新 儒 家 的 早 期 代 表 为 例，以 展 示 其 内 在

的不同向度。

一

现代新儒学有一个谱系。比较宽的谱系是指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开始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形成一个高峰（以梁漱溟为先驱，包括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张君劢、马一浮等世称第一代

新儒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形成了主要以熊十力的后学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主的港台

新儒学哲学家，和钱穆等历史学家，以及与其有师徒关系的若干海外华裔学者。比较窄的

谱系则认定，所谓新儒家就是熊十力与其弟子唐、徐、牟及其再传弟子所形成的一个学派。
笔者以为，如果从儒学在近代以来的新开展来说，所谓“现代新儒学”应该有一个更宽的谱

系。从历史上说，宋明理学已经被称作“新儒学”（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是汲取了佛老又排

斥佛老，发展出一批更具有哲学意味的理论。而现代新儒学（ｎｅｗ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之“新”，
很大程度上是在回应和融摄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在经典世界有所根据而又适应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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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需求、希望能够对治现代生活的理论①。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在时间向度上应该往前追溯；
而在覆盖范围或解释厚度上则应该注意到学科的多样性、风俗的流变和建制的过程。

所谓时间向度上更向前追溯，是指应该将１９世纪末儒学内部呈现的新变化考虑在内，而将从那时

开始的儒学内部的分化和不断调整其应对社会期待而发生的变化，看成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不同阶

段。具体而言，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的早期工业化（洋务运动）带来的儒家观念变迁，是“中体西用”论
以及从“中体西用”论分化出激进的一翼，尤其是政治上被称作“改良派”的康有为、谭嗣同等。提倡“中

体西用”论的张之洞等属于儒家是没有争议的；而无论康有为的“旧瓶装新酒”如何震撼了传统儒家，无

论其大同说如何惊世骇俗，康有为之属于儒家也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同理，无论谭嗣同如何激烈，如何

否定传统政治，他的学术方向终究是《仁学》而不是其他。“《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
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

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②孔子是他心目中的宗主，融贯儒释道墨

与西学所可以采纳者，是救世与救心的途径。这一翼中某些人物政治态度一时的激进，并不能改变其儒

家的根本面貌。事实上，后来的新儒家，就其政治态度而言，特别在对待帝制这个两千年以来的政治建

制的态度上，在实质上比康有为更为激进：梁漱溟和熊十力都参加过辛亥革命，张君劢后来曾经参与设

计中国的宪政，徐复观在和自由主义论辩的过程中，对自由主义不乏同情的理解。总之，儒家在应对现

代性的过程中，本身可以因为面对既成体制的态度而呈现某种激进的姿态，因而和保守主义之间形成紧

张。这种内在的张力，是新儒家运动的动力之一。
儒家保守主义，是现代新儒家的另一翼，也是更重要的一翼，其源头可以追溯自清末张之洞及其所

主张的“中体西用”论，笔者把它视为现代保守主义的第一个纲领，其基本精神被包括现代新儒家在内的

２０世纪中国保守主义所承袭。如果说康有为是“旧瓶装新酒”，那么自觉“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

之间”的陈寅恪就主张“以新瓶装旧酒”③。现代新儒家则依违在两者之间，或者是这两种方式的哲学综

合。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文会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在此我们先需要说明的是，以往人们对于“中体西用”
论常常采用全盘 否 定 的 态 度 需 要 纠 正。“中 体 西 用”论 实 际 上 表 示 了 对 于 社 会 变 迁 有 某 种 理 性 的 选

择④，提示了在以传统中国的价值为基础和前提自觉地融合中西文明的路径。这一点张之洞与现代新

儒家之间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其不同，只是具体问题和对历史经验概念化的方式而已。
除了在时间上应该往前延伸以外，对于现代新儒学（家）在解释厚度或覆盖层面上也应该有所扩大。

“儒”的意义有多重性：在学术的层面是指“儒学”，即研究历史上的儒家经典与当代儒家著述的学问或学

科，它最集中的是经学的义理系统，也包括认同儒家基本价值的文学、哲学、历史等儒家文化系统。在信

奉某种生活方式和价值以及思维方式的角度说，它是“儒家”，一个社会派别。从儒家以孔子为宗主，共

享了某种信仰，包含了梯里希所谓的“终极关怀”或者现代新儒家自己强调的“内在超越”，儒家也可以说

是“儒教”。后面两个名称都和社会建制有关系，所以海外汉学家常常会有所谓“儒家社会”或“儒教社

会”的概念。
基于上述问题域的扩展与廓清，我们在讨论２０世纪儒家如何重建秩序时，将以分析新儒家的哲学

话语为主，但也不局限于哲学，而将其处理为一套整全的社会学说，注意其如何影响到社会行动与实践。

二

在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儒学在古代中国的突出功能是为秩序和权威提供原则与论证，演化为围绕着

·４２·

①

②
③
④

尽管从学术形态而言，由于现代新儒家基本上进入了现代学院 制 度，他 们 已 经 是 人 文 学 科 的 教 授，而 不 是 古 代 意 义 上 的 儒 者，由
此表现为两大途径：一是通过融摄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古代思想资源，阐发古代儒家的价值与理想，以明瞭其肯定的中国
精神具有恒久而普遍的意义；一是通过反思历史，把中国文化 精 神 概 念 化。我 们 可 以 将 之 归 结 为 司 马 迁 所 谓“学 究 天 人 之 际，通
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工作，按照现代学科分野则分别为历史的和哲学的。
梁启超：《仁学序》，载《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３７３页。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载《三松堂全集》第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６２页。
美国学者列文森把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称作是“理性主义”，见列文 森：《儒 教 中 国 及 其 现 代 命 运》，郑 大 华 等 译，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８～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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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性”、“道”与礼教而展开的话语，表现出伦理理性主义的特色，尤其注重历史文化的连续性。
孔子在回答子张提问（“十世可知也？”）的时候，很肯定地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
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佾》）。我们现在大体上同意这样的解释：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正是在雅斯贝斯所谓的“轴心

时期”，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要通过重新解释传统的礼乐来重建秩序：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时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

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儿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

之所以为大也。（《论语·中庸》）

按照文化历史的连续性，子思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表达了儒家正统的价值

原则。朱熹有更进一步的解释：
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

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建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

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

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

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
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朱熹《中庸章句》）

先秦儒家就是通过对危机中的传统秩序加以重新解释来为新的社会秩序提供基本的原则规定，从

而建立了持续两千年的权威。从先秦到汉代，经历了一场历史性辩论。其中既有怀特海所谓“说服的力

量”（理想的感召力、以德服人），也有怀特海所谓的“强制力”（暴力、以力服人）共同在起作用。总体上是

采用一种自上而下、德力并用的方式，确立了一套人间性和整全性的基本秩序。
所谓“秩序”，尤其是社会秩序，在柏森斯看来，包含着两个易于混淆的含义，即规范性秩序和实际秩

序。从静态的说是有结构，而结构包含了（规范性）元素与关系；从动态的说是有条理和法则，“秩序意味

着依循规范体系的规定而发生的过程”①。思维要把握它就有观念、原则和推理。譬如荀子就说：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也。天地者，生之始

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

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

礼义无统，上午君师，下午父子，夫是之谓至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

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故丧祭、朝聘、师旅一也。贵贱、杀生、与夺一也。君君、
臣臣、父父、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工工、商商一也。”（《荀子·王制》）

所谓“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表明，秩序既是（社会的）结构又是（活动、
生活、历史的）条理。以类行杂，以一行万，也就成为逻辑、成为分析的方法，秩序即使是变动的也是可以

预测的，因而成为合理的。这里似乎是在说，社会的合乎规则性（类和一都可以是规范），是社会存在的

基础和本质。这样的秩序观念是理性主义的。在理性主义的基点上承认秩序，就意味着世界本质上是

合（道）理的，是可以“理”解的和“理”喻的，也是可以提供我们行动的方法和规范的。在中国哲学中最能

体现“秩序”的概念是“道”。全部中国哲学都可以归结为求道、论道、践道的学问。道有天道有人道，中

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统天道人道为一个道，姑且说是大写的道。“道”成为秩序的第一原理。人道是人

世间的秩序、法则和动力（生生之谓易），就人世间的秩序而言，朴散为器，道分为理，表现为伦理、经济、
政治等的秩序。在儒家看来，所有的秩序本质上是伦理的或带有伦理意味的；伦理的秩序是基础，根本

的秩序。伦理的秩序有合乎天道的价值世界为其作神圣性的辩护，天道和伦理原则就成为权威的源头。

理解儒家在秩序问题上的总体特点，对于理解儒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方位有重要的意义。我们

知道，现代新儒家兴起以前，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而现代新儒

·５２·

①Ｔ．柏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翼南、彭刚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３页。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６７卷 第５期

家则被称作“保守主义”。它与其他保守主义（如学衡派）一样属于文化保守主义，但却有更强烈的政治

意蕴。按照亨廷顿的说法，保守主义是一种方位性的意识形态（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而不是捍卫特定

制度的理论①。但是作为现代中国的保守主义的新儒家，却显示出它的双面性。它既有捍卫民族传统

的古老制度及其文化价值的一面，又有随着历史方位而不断改变修正自己的一面，因此似乎适宜在自主

式定义与情景式定义的交叉中获得界定。即一方面它有某些原则，有某些特定的价值乃至思想方式与

生活方式需要捍卫，另一方面，在捍卫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它又常常随着时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话语

策略，因而自身的理论构成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呈现某种修正主义的色彩。

不过这样平面描述的定义，没有办法解决它的连续性与转化的问题，即无法回答曼海姆的问题：“与
‘保守主义’这个词所包含的意义相当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实体存在吗？一种能够在现象学上加以确认

并能够确切地被称为‘保守主义’的感觉方式、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存在吗？”②这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

度提出“保守主义”具有何等相对明晰的思想形式，以及它在社会总体进程中如何获得植根性。这个问

题在中国学术界尤其重要，因为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关于“激进和保守”的争论中，对于保守主义的界定就

是相当含糊的。事实上，１９８８年余英时先生用比较直观的方式表达了相似的困惑。在中大那个著名讲

演中，余先生不但提出近代中国思想史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包括一波比

一波更激烈的反传统；而且认为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根本不成比例，无法制衡时代思潮的激进化。

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可供“保守”的“现状”，没有形成“某一种秩序：社会

的、文化的、政治的秩序”③。按照余先生的意见，保守主义主要与文化的传统主义有关，但是也是一种

政治的“态度”（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所 以 这 种 政 治－文 化 保 守 主 义，并 不 单 独 指 称 某 种 思 想 或 学

派。余先生的讲演曾经引起极大的反响。当时对他的批评大多是针对其中包含的政治诉求而发的。不

过，其中也蕴含了另一层悖论：既然历史没有形成可以值得保守的秩序，“保守主义”还是合理的吗？

事实上，要说中国的激进与保守之争没有形成什么秩序为共同的基础（ｃｏｍｍ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那只能说

２０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尚未完成，现代性的秩序尚在建构途中，不等于现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之间

没有任何共同的基础（ｃｏｍｍ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从观念史研究的向度说，不但不同观念、思潮的争论总有它们

共享的前提、预设，共有的问题，否则争论无从展开；而且，１９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社会史就是现代化的

曲折进程，正是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长期争论中，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④。所以，现代化

过程就是２０世纪中国各派思想的共同的基础（ｃｏｍｍ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不但经济起飞使得中国的崛起成为一

部当代传奇，而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供了公共思想的共识与讨论的平台，民族复兴更是几代中国人

的梦想。因而，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保守主义的“方位性”，即它是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调

节着自己论辩策略。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是如何发掘和运用传统的文化资本，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期

待；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则是如何对现代化运动作了保守主义视角的概念化。

三

现代新儒家围绕自身与中国的现代化之关系的论述，大致上是从“儒家文化可以为现代化提供传统

资源”转变为“儒家思想可以成为对治现代弊病的良药”。前者是对于“儒家传统不能开出现代化”的反

驳，中心是现代化的焦虑；后者是对于现代性的风险与意义危机的诊断，提供现代病的救治。但是我们

·６２·

①

②
③

④

Ｊｅｒｒｙ　Ｚ．Ｍｕｌｌ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ａ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３．
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李朝晖等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５页。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香港中文大学２５周年纪念讲座第四讲（１９８８年９月）》，载《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
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页。
笔者在《开辟考察中国经验的新境界》的讲演中批评过这 个 问 题。笔 者 以 为，以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的 争 论 为 例，无 论 是 文 化 激 进 主
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笔者把它叫做前提误置。毫无疑问，这两类学者的结论和文化倾向明显不同，而
且各自带着其政治诉求；或者说双方的争论不过是各自开出药方的不同。但是他们的前提是相同的：中国现代化长期止步不前。
换言之，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２０世纪社会变革结果的判断，双方的意见是惊人的一致。但是，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就在
双方争论不休的同时，一夜之间，几乎全世界都开始谈论“中国的崛起”！见《文汇报》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６日“每周讲演”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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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将这种方位性理解为纯粹的策略转变。所以我们对前述“曼海姆问题”①要给予一个肯定的回答：
作为保守主义的新儒家，他们确实有其特具的“感觉方式、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它表现为两个纲领：一
是“中体西用”；二是“返本开新”。

“中体西用”最早出现于张之洞的《劝学篇》。它对中国从１９世纪中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开始

的“学习型现代性”的历史经验，作了最初的保守主义的概念化。在《设学》一章中就开设新式教育机构

的原则，张之洞说：

其学堂之法约有五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 史 事、政 书、地 图 为 旧 学，西 政、西

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在另一个地方，张之洞强调学习的程序本质上是由学习的目的和诸价值之间的特定排序规则所决定的：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 其 识 趣，则 强 者 为 乱

首，弱者为人奴，其货更烈于不通西学者……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现师立教之

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

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其有益而无害。②

张之洞的主张当然超出了单纯学校组织的方案，而实际上是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理

论表述，它在后来的论辩中被概括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维系固有的社会秩序，需要儒家价值作

为规范性要素。由于张之洞用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来讨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经验与谋划，背离了中

国哲学“体用不二”、“体用相即”的传统。“中体西用”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概念化没有获得成功。它

不但受到严复等自由主义者的批判，而且在进入实践的过程中，“中学”丧失了“用”从而也丧失了其“体”

的地位。换言之，在保守主义那里，一开始就将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或者解释的合理性）分离开

来，反而凸显了传统价值及人文学科（即我们可以归结为价值合理性或者解释的合理性）与以工具合理

性为特征的现代性的不相容。

现代新儒家，从梁漱溟到熊十力，实质上延续了（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这一路径，

但是如何将其概念化，他们尝试了新的路径。从梁漱溟说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我们要全盘接受，“只是根

本态度要改一改”，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之端倪。而熊十力更说：

南皮欲采西学，其意自是。惜其以中西学，判为一体一用，未免语病耳。中学既具其体，即
有其用。而用有所未尽者，则取诸人以自广可也。若中学果为有体无用之学，则尚安用此死体

为哉？南皮下语，既不能无病。而其深意，在当时又不为人所深察，于是吾国人日趋完全毁弃

自己之路。③

如果我们注意梁漱溟、熊十力从事哲学创造时的语境，那么不难发现，作为“体”的“中学”之一面已经发

生了现代性的转变。张之洞讲“中体西用”时，“中学”（“体”）的核心是“明纲”④。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

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作为既往的秩序原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已经丧失了现实性，梁漱

溟、熊十力等也并不赞成这些死的教条。作为保守主义，他们在回答何为“中体”的时候，回到了文化上

的“古今中西”之争，“中”指中国文化，“体用”论被文化哲学所替代。梁漱溟持一种意志主义的文化哲

学，用“意志—生活—文化”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构建设其体系。这不止是因为受到叔本华、柏格森等西方

哲学家和刚刚传入中国的深层心理学的影响，同时也可以说———用罗杰·史库顿（Ｒｏｇｅｒ　Ｓｃｒｕｔｏｎ）的解

释———曲折地表达了作为保守主义之本质的“生存意志”（ｗｉｌｌ　ｔｏ　ｌｉｆｅ）⑤。起于对中国历史的生命力与

·７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第５５页。
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２页。
熊十力：《读经示要》，载《熊十力全集》第３卷，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６４页。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之 要，百 行 之 原，相 传 数 千 年 更 无 异 义，圣 人 所 以 为 圣 人，中 国 所 以 为 中 国，实 在 于 此。
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 行 也；知 父 子 之 纲，则 父 子 同 罪、免 丧 废 祀 之 说 不 可 行 也；知 夫 妇 之 纲，则 男 女 平 权 之 说 不 可 行
也”。见张之洞：《劝学篇》，第１２页。
罗杰·史库顿（Ｒｏｇｅｒ　Ｓｃｒｕｔｏｎ）以对“历史生命力”和“社会世界的连续性”的 感 受 为 中 心，从 心 理 学 来 解 释 保 守 主 义，并 把 它 的 本
质规定为“生存意志”（ｗｉｌｌ　ｔｏ　ｌｉｆｅ），或者说对于社会秩序的认同，通常就是源于它对于其所属社会的生存意志的认识，给保守主义
以某种神秘主义的解释。见罗杰·史库顿：《保守主义》，王晥强译，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６年，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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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世界的连续性的深刻感受，梁漱溟作出了其现代性谋划的方案：
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接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①

梁漱溟的结论用一种非常吊诡的论式表达，包括他定义“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

神的”②，方法上是“理智地运用直觉的”，而西方文化是“直觉地运用理智的”等等，表明他尚未找到概念

化的合适途径来建构其文化哲学，在讨论其中包含的认识论问题时虽然不乏真知灼见，却离开融贯与精

巧甚远。

自梁漱溟以后，现代新儒家的一个共同信念就是：中国文化自身有其强劲的生命力，包含着不竭的

源头活水。因此，作为现代保守主义的“感觉方式、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新儒家就从“中体西用”展开

为哲学建构的“返本开新”。前述我们把“中体西用”视为保守主义的第一个纲领，现在可以把“返本开

新”视为保守主义的第二个纲领。这一派哲学家认为，哲学是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要能不坠落于世，就
必须在哲学创建上展示其超胜。它包括从哲学去发掘中国文化的动力，同时获得人文世界的秩序原理。

从熊十力开始，转向本体论的建构。之所以如此，在于他要救治实证主义的偏失：
近世哲学不谈本体，则将万化大原、人生本性、道德根底一概否认。③

盖以为哲学者，所以穷万化而究其原，通众理而会其极。然必实体之身心践履之间，密验

之幽独隐微之地……哲学所穷究者则为一切事物之根本原理。易言之，即吾人所以生之理喻

宇宙所以形成之理。夫吾人所以生之理与宇宙所以形成之理，本非有二。④

熊十力从天人合一出发，表示他的哲学创建主要在形而上学。在立足于研究“宇宙人生之根本问题”的

过程中，形而上学一方面满足人们对于意义的追寻，尤其是对于神圣性的精神需求，一方面也给社会实

际秩序的重建提供了以目的、规则或理想等形式出现的规范性根据。

四

然而，从形而上学的秩序原理转变为社会生活的实际秩序，其中不但有理想如何转变为方法与德

性，包含了实践论的飞跃；而且有形上学转变为具体行动理论的指南，因而需要社会科学的支持与验证。

现代新儒家意识到问题的这一面向，譬如，对于社会实际秩序的混乱与救治，熊十力说：

自家礼及社会酬酢，乃至国家一切度制，今皆紊乱无序。礼失则乱，乱极宜反。民亦劳止，迄可

小康。酌古准今，如何通变，是在有多数经儒，真能于性地用功，而复格物达时变者，方堪议此。⑤

他意识到重建中国社会的实际秩序需要若干条件：相当数量的儒者，既有儒家性理之学的深厚造诣，又

能对具体的现实问题与变化有科学研究；并且需要经过“议”———讨论的过程———由此即“酌古准今”而

“通变”。无论是“返本开新”还是“酌古准今”，都要从“中学”经典出发，它是曼海姆所说的“留存到现在

的过去”之最具体最权威的要素。经典世界本身是有秩序的：义理、经济、考据、词章四科之学，义理为主

脑。义理之学虽然融贯百家，却又“要以六经为归”。这意味着经济学、政治学乃至所有的社会科学，都

必须在六经之义理中寻找到根据。因此，熊十力实际上是回到传统的经学中发掘现代社会的规范性和

秩序原理：

经者常道也。夫常道者，包天地，通古今，无时而不然也，无地而可易也。以其恒常，不可

改变，故曰常道。夫此之所宗，而彼无是理，则非常道。经之道不如是也。古之传说，而今可遮

拨，则非常道，经之道不如是也，戴东原曰：“经者至者道也”。此语却是。⑥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梁漱溟全集》第１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２８页。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梁漱溟全集》第１卷，第３８３页。
熊十力：《新唯识论》，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４２页。
熊十力：《十力语要》，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熊十力：《读经示要》，载《熊十力全集》第３卷，第６０９页。
熊十力：《读经示要》，载《熊十力全集》第３卷，第５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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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不管新旧，大致都承认“常道”的 存 在，但 是 又 承 认“权”和“更 化”。康 有 为 以 今 文 经 学 讲“大

同”，这一翼提出了平等主义的政治文化取向：在对帝制的改造（或者颠覆）的基础上实现一个普遍平等

的“大同世界”。在２０世纪中国，永久和平的理想与现实危机的应对之间明显是脱节的。为了弥补这一

裂隙，新儒家提出了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的蓝图。这一方向是熊十力开启的。他坚持“至治”或“大同”有

一个首要条件：全人类共勉于道德。

礼乐之原，一也。一者，道也。此道在人曰性。性者，序也，和也。何以言之？性者，生生也。

生生者无滞碍，恒亨畅故，说之为和。生生者，非迷乱，具条理故，说之为序……礼者，天理之节

文。天理谓性，节文犹云条理。即显性是生生而条理。若夫人事之仪则，只此条理显发于外，自
身心之律范，乃至天下一切度制，亦皆是仪则……圣人礼乐之用，合政治与道德为一。但欲穷

礼乐之原，须证见本体始得。政治道德合一，此乃儒者精神。世界如期大同，非由此道不可。①

通观《读经示要》，熊十力归结为九条：１．仁以为体；２．格物为用；３．诚恕均平为经；４．随时更化为权；５．利用厚

生，本之正德（科学在其中）；６．道政齐刑，归于礼让；７．始乎以人治人；８．极于万物各得其所（按照礼的原则）；

９．终之以群龙无首。与古代儒家相比，现代新儒家的秩序构想中间，随着天命论的衰落，政治合法性问题，

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大大地被祛魅了（与张之洞比，不再主张三纲五常）；有限地承认科学与民主；否定

法治与竞争（自由）。尤其显示其秩序原理之复杂性的，是熊十力的平等观。他一方面坚持儒家德治的

传统，以“圣人”为垂直型权威的源头，表现出在社会组织原则方面，有杰里·马勒所谓的“反契约主义”，

即“与欣赏自愿的、契约式的社会关系的自由主义者不同，保守主义强调非自愿的义务、责任和忠诚的重

要”②；另一方面，又向往“群龙无首”式的平等，因而依违在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

同样是从“中体西用”到“返本开新”，如果说熊十力走的是学院哲学的路径，从经学去发掘现代秩序

原理，那么梁漱溟就 是 另 一 个 路 径，是 从 恢 复 古 风———类 似 泰 州 学 派 那 样 的 儒 者 讲 学 与 民 众 运 动 结

合———的路径，试图从实践上真正成就社会秩序的重建。梁漱溟反复揭示当时中国社会失序的危险：一
个原先以乡村为基础、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一部乡村破坏史”，加之帝制废除以后，统一的

民族国家尚未形成，因而陷入了“文化失调”的危机；文化失调的外化，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

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说是文化失调，

人非社会则不能生活，而社会生活则非有一定秩序不能进行；任何一时一地之社会必有其所为

组织构造者，形著于外而成其一种法制、礼俗，是即其社会秩序也。一社会之文化要以其社会

之织构造为骨干，而法制、礼俗实居文化之最重要部分。中国文化一大怪迷，即在其社会构造

（概括政治构造经济构造等）历千余年而鲜有所变社会虽有时失掉秩序而不久仍旧规复，根本

上没有变革，其文化像是盘旋而不能进。但到今天，则此相沿不变的社会构造，却已根本崩溃，

夙昔之法制、礼俗悉被否认，固有文化失败摇坠不堪收拾，实民族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命运。

而同时呢，任何一种新秩序也未得建立。试问社会生活又怎得顺利进行？③

梁漱溟意识到一个健全的社会秩序需要规范性秩序、实际秩序和社会成员对于秩序的认同三者之间有

相对的稳定：

本来的社会秩序（包含社会上一切法制礼俗），是跟着社会事实来的。（这个事实，经济很

居重要。）社会秩序无非是让社会事实走得通的一个法子，所以秩序与事实是要相符合的。我

们的意识要求，也常常与秩序与事实是一致的相符合的。因秩序就是一个是非标准，含有价值

判断在内，普通我们的意识要求既视此为标准。总之，意识要求、社会事实、法制礼俗，三者都

要调协。④

但是近现代中国陷入了三者的冲突：其根本原因，不是传统社会的实际秩序的问题，而是知识分子尤其

·９２·

①
②
③
④

熊十力：《读经示要》，载《熊十力全集》第３卷，第６０６～６０７页。
杰里·马勒：《保守主义》，刘曙晖、张容南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３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２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６２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２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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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激进主义的知识分子，盲目地引用西方文化的观念，导致了价值失序以及由此而来的规范性秩序之无

效。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依然是以农村和农民为基础的社会，以“返本开新”的方式重建秩序，则需

要“由社会事实以演自中国数千年特殊历史者为本”①。中国数千年的实际秩序，属于“伦理本位、职业

分途”。而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与西方个人主义也有根本的差异，其要点在于“互以对方为重”。所以传

统的五伦都强调反契约主义的责任、义务和忠诚的重要性，以此为“本”———梁漱溟相信未来中国社会的

秩序一定是历史的延续———吸收西洋文化之长，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的实验中，强调农民应该培养“团体

组织”的能力，乡村建设同时也是新型的团体组织的养成。从乡村着手，建立中国的新秩序。
从哲学上说，梁漱溟在讨论秩序原理时，不再局限于单个的人与人的关系，而把传统哲学的“人我之

辩”扩大为“群己之辩”：个人与团体互以对方为重，个人尊重团体以尽自己的义务，团体尊重个人使其享

有自由平等。总之，梁漱溟对重建秩序的思考、谋划与实践，都体现了他如何用“中体西用”与“返本开

新”的思维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精神复兴、社会进步的途径。其中虽然存在着将历

史理想化，或者说对于实际秩序的描述与评估未能恰当分离的问题；也没有充分认识到阶级、利益和暴

力等等在中国社会秩序重建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使得其理论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
我们把许多中国冲突点疑难点解决以后，就可以发现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这个组织乃是

以伦理情谊为本源，以人生向上为目的，可名之为情谊化的组织；因其关系是建筑在伦理情谊

之上，其作用为教学相长。这样纯粹是一个理性组织，它充分发挥了人类的精神（理性），充分

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西洋人的长处有四点：一是团体组织———此点矫正了我们的散漫；二是

团体中的 分 子 对 团 体 生 活 会 有 力 的 参 加，———此 点 矫 正 了 我 们 被 动 的 毛 病；三 是 尊 重 个

人。———此点比较增进了以前个人的地位，完成个人的人格；四是财产社会化，此点增进了社

会关系。以上四点是西洋的长处，在我们的这个组织里，完全把他容纳了，毫无缺漏；所以我们

说这个组织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才能为社会开一条新路。我相

信这样的组织才是人类正常的文化、世界未来的光明。②

梁漱溟的秩序理论，从对传统社会的文化历史连续性和儒家的价值认同出发，将对中国社会伦理的想象

作为构造理想政治的原则，使得其政治原则与制度设计保留了儒家伦理学的预设，同时拒绝西方原子主

义的个人观，将自由平等和个人的实现都建立在团体（群体、社群）与个人互以对方为重的关系上，实际

上扬弃了古代“礼教”对个人的束缚，同时又坚持在历史脉络中“成己”、“成物”，因而有某种社群主义的

倾向；就其对财产共有的认同，并认为均平的经济秩序是秩序的基础而言，他又有某种社会主义 的 倾

向③。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中努力在实践中探讨中国道路的思想家，他早期从事乡村建设、农民教育，
中年积极参与民主建国，都实践了自己复活泰州学派将讲学（宋明理学）与社会运动结合的志愿。从这

层意义上说，他复活了儒家知行合一的传统。从动员民众的自觉出发，去重建中国社会的合理秩序，这

一路经和社群主义的倾向一起，后来为徐复观有所继承。牟宗三、唐君毅等则主要继承了熊十力从心性

论“曲通”社会理论的路经，走了一条专业哲学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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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２３９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３０９页。
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通过阅读其后期的著作《人心与人生》就可以更加明了。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已经有所提示。但是其社会主
义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有所不同，主要是并不赞成 阶 级 斗 争 的 理 论。事 实 上，梁 漱 溟 一 方 面 不 同 意 自 由 主 义 或 资 本
主义的路径，另一方面也不赞成共产主义革命，他的整个重建秩序的理论都是第三种道路的探寻。


